
甲骨文与中国历史叙述的建构甲骨文与中国历史叙述的建构
□ 代 生

03S T U D Y T I M E S
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本版编辑：曹颖新

版式设计：舒胜花

E-mail:m3@studytimes.cn

Tel:010-68929950中外历史

从考古看文明

贾 谊 究 竟 是 否 怀 才 不 遇

甲骨文与20世纪中国学术

五四运动后，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疑

古的思潮，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潮流

之一。这种思潮始于清代辨伪之风，经胡适

“东周以上无史”论的鼓吹而发展为以顾颉

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王国维作为利用

甲骨卜辞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人”，对疑

古思潮进行了有力反击。当然，这并非正面

的论战，而是不断寻求甲骨文等资料论证古

史，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并据此提出了著名

的“二重证据法”，为20世纪学术研究开辟

了新的道路。王国维提出“百家不雅驯之

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的说法，即是

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对古书、古史的怀疑而

言的。甲骨文成为王国维等学者诠释文献、

“接续”古史的重要材料。

近百年来，关于“疑古”的争论一直是

史学界富有争议的话题。学者的研究虽然已

经不再受制于疑古思想，但讨论的基点，往

往是从顾颉刚等疑古派的具体结论入手，做

“古史重建”的工作，这正说明了疑古思潮

影响的深远。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的就是古书的年代和

可信度，尤其是《山海经》等典籍在近代学

术中的命运问题。近代以来，学界对《山海

经》《天问》 的可信性提出质疑，多将之视

为“怪力乱神”而束之高阁。1917年，王国

维发表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一文，

以甲骨文与 《天问》《山海经》 等材料结

合，印证了 《史记》 语焉不详的殷先公王

季、王恒、王亥、上甲微。在论证中他激动

地说：“要之，《天问》 所说，当与 《山海

经》 及 《竹书纪年》 同出一源。而 《天问》

就壁画发问，所记尤详。恒之一人，并为诸

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

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

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

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

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

世。以 《世本》、《史记》 所未载，《山经》、

《竹书》 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

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者，而今由卜辞通

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

也。”这一论证，可谓凿破混沌，在当时即

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学者开始对 《天问》

《山海经》 的史料价值重新认识。如傅斯年

评价说，《天问》《山海经》所记的材料“不

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

土，和海宁王君 （国维） 之发明，则敢去用

这些资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

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材料

“登时变活了”。

虽然如此，当时的学者对 《天问》《山

海经》的价值仍有不同意见，认为它们所记

与甲骨文能够合观或出偶然，不能说明其他

部分亦有可信的史料价值。有感于此，胡厚

宣先生又从甲骨文四方风的有关材料出发，

证明 《山海经》《尚书·尧典》 相关内容的

可信性，甲骨文再次成为印证《山海经》等

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证据，进一步扭转了20

世纪学术的走向。这里可以傅斯年的思想转

变为例，傅氏早年疑古，而后转向重建古

史，影响他的，除了殷墟的考古发现外，王

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起到了“微妙的影

响”。

甲骨文与商代历史的全
面建构

目前所见系统而全面的商代史料主要是

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但 《殷本纪》 全

文只有 2868 字，所记内容大都聚焦在商汤

与纣王身上，涉及其他殷商史事的多寡可想

而知。司马迁所依凭的资料“自成汤以来，

采于 《书》《诗》 ”，即 《尚书·商书》 和

《诗经·商颂》，这些资料加起来也没有多少

文字，文献不足成为制约商代史研究发展的

重要原因。甲骨文和殷墟考古资料的不断公

布逐渐弥补了这些缺憾，保守统计，目前出

土的甲骨文早已超过15万片，内容涉及商代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

面。近百年来，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

胡厚宣等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尤其以陈

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胡厚宣 《甲骨文商

史论丛》利用甲骨文资料探讨商代历史文化

最为全面，但相较于庞大的甲骨数量而言学

术研究还是滞后的。世纪之交，宋镇豪主持

了“商代史”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过多年的

努力，出版了 11 卷本 700 多万字的 《商代

史》，成为利用甲骨文等资料重建商代史的

集大成作品，也是目前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

的最全面的论著。

商王室采用五种祭奠方式轮流而又周而

复始地祭祀成系列的先公、先王、先妣，形

成了极具特色的周祭制度。《殷本纪》 所载

的 30多位商先公先王中，至少有 27位见于

甲骨的“周祭”系统，通过比较可知只有部

分内容属于司马迁误记，可见甲骨文全面印

证了《殷本纪》商先公先王世系的记载准确

性。从商朝灭亡到司马迁时代已有近千年时

间，殷人世系能够完备保存，得益于周代完

备的史官系统，正如孔子所言：“殷因于夏

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

汤以前的先公多处于夏代纪年之内，甲骨文

资料与《山海经》《天问》《史记》记载的互

证，可以佐证 《夏本纪》 有关世系的可信

性，对此王国维已有前见：“《史记》所述商

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

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

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

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甲骨文

与商代历史的建构，为研究夏代历史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甲骨文与商周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甲骨文主要指殷墟出土的商

代甲骨。而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周人的甲

骨，如上世纪 70 年代在陕西周原发现的甲

骨，有字的卜甲达 300片；本世纪初发掘的

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 1万余片，可辨识文

字近 2600 个，其内容尚未完全公布。可以

说，周人的甲骨资料数量也足够庞大，这对

研究周人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周原甲骨可分为商亡前后两个部分，其

文字字体也有区别，武王克商前主要是周文

王时期卜甲，其字微小秀丽，工整有力，和

殷商甲骨相比而言，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

上看差距甚微。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周

原甲骨，说明了商朝末年商人和周人应用着

基本相同的文字，而商周两代的文字完全是

一脉相承，其间不能划出明显的分界……从

一个侧面表明了商周文化的连续性。”

周文王有关甲骨主要涉及商周关系，尤

其 是 “H11： 1”“H11： 82”“H11： 84”

“H11：112”四片，记录的是周人作为殷商方

国联盟中的一员，在没有足够实力与商王朝

抗争时，只能在周地建立商人宗庙，通过杀

伐活人作为祭品等方式来祭祀商人先祖，被

迫与商纣盟誓，通过盟誓之言向商人作出永

不叛商的保证。我们知道，“神不歆非类，

民不祀非族”，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并不

受此类“原则”所限，不仅自己祭祀异族神

灵，还要求周人祭祀自己的先祖，这是扩大

神灵影响以迫使周人谨守商人的统治。这无

疑是一种宗教垄断和控制，也说明当时商周

民族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

周人刻写甲骨的传统从何而来？商周甲

骨文字的一脉相承所体现的文化连续性对中

华文化基因传承有何意义？殷墟甲骨中有多

少反映夏代及以前时代的资料？这些是除了

甲骨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等之外仍有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

甲骨文为中国历史的书写提供了新资料，也

为文化、文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带来了新的

契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

表的古文字研究，将之提升到传承中华文化

基因的重要高度，学界也正在掀起甲骨文研

究热潮。对甲骨文等资料的深入研究，也一

定能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纷争，为重建古

史、传承中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贾谊被许多人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司

马迁在《史记》中更是把他和战国时期的爱

国诗人屈原合在一起，写了 《屈原贾生列

传》。其实这两个人物的历史影响差别很

大，所处环境和历史境遇也有很大不同。

贾谊究竟算不算怀才不遇，历史上众说

纷纭，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贾谊是怀才不遇，这种

看法以司马迁为代表。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

合为一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贾谊出贬长沙

就是屈原流放汨罗的悲剧翻版。但这并非事

实：汉文帝对于贾谊的才华自始至终都充满

欣赏，重用贾谊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打算，汉

文帝是知人善任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还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

太傅四年之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又把他征

召入朝。当时汉文帝刚刚举行过祭神仪式，

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汉

文帝听得不觉移到坐席的前端。谈论完了，

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

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是比不上他啊。”

有感于汉文帝的这番举动，唐代诗人李商隐

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贾生》：“宣室求贤

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

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认为汉文帝

千里迢迢把贾谊召回，却不委以重任，实在

是莫大的讽刺。

第二种看法以班固为代表，他认为，汉

文帝原本就是遵循清静无为的治政风格，在

这种风格之下，贾谊提出的许多主张都已经

付诸实践了。贾谊的悲剧源于死得太早，最

后没有位居公卿，但是谈不上怀才不遇。

第三种看法以苏轼为代表，认为贾谊属

于“才不自用”。苏轼专门写过一篇 《贾谊

论》，他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

用其才”“不善处穷”“才有余而识不足”，

并强调要“有所待”“有所忍”，才能担当

大任。

苏轼承认贾谊是王佐之才，但他提出，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

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

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

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并不在

于外部原因，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苏轼指出，贾谊最大的毛病是“不善处

穷”，就是不善于在不得志时安身立命。他

还为贾谊规划了详细的为政韬略：像贾谊这

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

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同

僚，要从容地、渐进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

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不出十

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指出，

贾谊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抗压能力不足，

满腹才华却郁郁而终。贾谊之死不仅是他个

人的悲剧，也是大汉王朝的损失。可惜他死

得太早了。

苏轼认为，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

草野平民之中起用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就与

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能占据半个中国，

恐怕就是因为他能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同时

苏轼也认为，如果君主得到像贾谊这样的臣

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

这类人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

重新振作起来。而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

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谨慎地对待自己的

思想和行为。

上述三种观点都是直接评价贾谊是否怀

才不遇，而史学家王夫之却从比较中发现了

历史人物际遇不同的原因。王夫之认为，贾

谊、陆贽、苏轼这三位文臣有相似的地方。

陆贽是中唐时期的名臣，司马光对其学养才

能、品德风范推崇备至；苏轼则是公认的大

才子。陆贽与苏轼，都自认为是贾谊一流的

人才。别人称许他们时，也认为这两人与贾

谊的遭遇相似。王夫之认为，实际上，陆贽

很仰慕贾谊，而不能成为贾谊那样的人，但

是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贾谊；苏轼也很仰慕

陆贽，但更仰慕贾谊。

王夫之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贾谊主张豫

教太子以端本，奖励廉正以改善风俗，这是

陆贽所比不上的。换句话说，贾谊是“宏识

巨议”，“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救世”的“一

代之大儒”，是战略规划大师，而且忠贞不

二。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不慎从

马上掉下来摔死，贾谊因此每日哭泣，最终

不食而死，这也是陆贽所不能做的。因为陆

贽与当时的宰相窦参关系不睦，其为难之

情，胜过忧国忧民。王夫之认为，贾谊做学

问，粗而不纯，差不多与陆贽相同。而贾谊

任智任法、想制伏匈奴、削弱诸侯，他的三

表五饵之术，乃是稚儿之巧；他削弱吴国和

楚国而加强齐国，为了照顾自己的私人感情

竟然不惜给将来留下莫大的忧患，这乃是仆

妾之智，陆贽是不赞成这些做法的。所以，

王夫之的结论是，辅佐少主、固守孤城、仗

节守义，以不失其忠贞，则陆贽不如贾谊；

而出入于纷乱之中，调御轻重之势，斟酌急

缓以出险而经远，则贾谊不如陆贽。因为贾

谊年轻气盛，愤世嫉俗，没有经历过艰难困

苦，而性情坚贞的人略为恒疏，则本有余而

末不足。由此可见，贾谊与陆贽各有所长，

互有优劣。

作为不世出的政治理论家，贾谊没有得

到大显身手的机会，33岁就不幸殒命，无论

怎么看，对他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悲剧。贾谊

有才，固然可喜可贺，但他看到一只猫头鹰

落在自己的座椅上便以为自己大限已到，心

理承受能力不足而又恃才傲物、顾盼自雄，

这样不足以承担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贾

谊怀才不遇主要是他自己的原因。西汉刘向

说贾谊的能力不逊色于古代的名臣伊尹、管

仲，但伊尹、管仲的周围也定是庸人居多，

所以，有学者指出，能够和平庸的人合作，

并且引领他们一起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才是

真正的旷世英才。

（上接1版头条） 建立健全反映各类经济主体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统计指标，健全

“三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优化反映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进展情况的指标，丰富需求侧管理和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指标体系。完善反映文化繁荣、社

会进步、民生改善、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等方

面的统计指标。

推进统计调查制度现代化。健全“三新”统

计监测，完善互联网经济统计制度，改进研究与

试验发展统计调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

全现代产业统计，加强以粮食产量调查为核心的

农业统计，完善工业统计，加强服务业全行业统

计。完善需求侧管理有关统计，综合测算社会消

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着手开展知识产权产品

投资统计监测。加强能源资源环境统计，建立生

态保护补偿和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社会民生

统计，加强就业失业统计，完善住户调查，改进

劳动工资统计，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统计。

推进统计方法手段现代化。强化经常性抽样

调查主体地位，考虑整体设计并分别推进“四

下”企业抽样调查、住户类调查、价格类调查、

劳动力调查。坚持普查与常规统计调查一体化设

计，充分发挥普查为常规统计调查提供抽样框作

用，研究整合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积极推

进部门行政记录和统计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大数

据在各类统计调查中的应用。巩固拓展联网直报

平台，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

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场景。建设国家统计云平台。

推进国民经济核算现代化。进一步加强国内

生产总值核算，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成果，研究健全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国内生

产总值核算制度。完善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

编制，改进资金流量表编制。稳步推进全国和地

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开展全国和省级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试编。完善“三新”经济和文化、旅

游、体育、专利密集型等相关产业核算方法，扎

实推进农业及相关产业、数字经济等相关产业增

加值核算。

推进统计分析服务现代化。围绕服务宏观经

济治理，加强经济监测分析研判，强化苗头性、

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分析，为强化预期管理、提

高调控科学性提供更具前瞻性的依据。坚持“能

发布尽发布”原则，不断丰富统计数据发布内

容，更好满足公众多样化统计信息需求；深入开

发微观统计数据，为科学研究提供便利；加强统

计数据解读，帮助社会公众正确理解使用统计数

据。做强“中国统计开放日”品牌。

推进统计管理体制现代化。从体制机制和制

度上压实地方和部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责任，指导地方和部门加强统计数据质量控

制，推动充实地方和部门统计工作力量，规范面

向基层的统计调查项目。加强国家统计机构对地

方统计机构业务领导机制，落实相关干部协管制

度。深化国家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弘扬新时代

国家调查队精神，强化快速调查职能。深化统计

对外开放，加强双边多边统计合作交流，积极参

与国际统计标准和规范制定，助力发展中国家统

计能力建设。

推进统计法治监督现代化。认真组织实施常

规统计督察、专项统计督察和统计督察“回头

看”。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依纪依法查处重大

统计违纪违法行为，组织实施统计执法“双随

机”抽查制度，强化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追

究，加大案件通报曝光力度。加强统计领域信用

建设。积极推进统计法修改，继续推动将统计法

律法规纳入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领导

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积极构建统计普法宣传教

育平台和长效机制。

（上接1版二条） 仅就经济而言。疫情袭来，同样给

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

降 6.8%。但是全年下来，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中唯一实现了正增长的国家。短短几个月，这种变

化是怎么来的？这种奇迹是怎么创造的？无论是西

方的学者还是外国的政要，看中国恐怕不仅要用眼

睛多看，还要用脑子多想，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想

得明白。中国一年来的成绩，即使再有偏见的人，

心里不服气也不行。何况，中国一边抗疫，一边统

筹发展，一边依然坚持为世界抗疫和经济发展多作

贡献，依然拿出实实在在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举措。这种大道之行的义利观，已然站到了历史正

确的一边，这种天下为公的全球观，已然站到了人

类道义的制高点，岂能是“以我为先”的小家子气

所能比肩的。过去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

机处理国事的同时，出席数十场国际会议，通过视

频，中国声音、中国主张迅速传遍世界每一个

角落。

世界投来的目光，自然含有多种成分，但是无

疑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公正。世界瞩目，首先瞩目

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

的人，中国是什么样的国，中国之治是什么样的

治。在瞩目中，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正确的“中共

观”“中国观”。

载入史册，必须大书特书。过去的一年，360

多个日夜，中国经历了什么？中国人经历了什么？

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 2020年，

如何评价我们的作为？我们必须站在大历史观的角

度，倾尽笔力，浓墨重彩，给历史留下熠熠生辉的

一页。载入史册必须首先写好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人民的领袖的故事，写好党中央带领全国

人民战胜艰难险阻、开创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故事，

写好中国人民创造辉煌、创造历史的故事。

载入史册可不仅仅是文学家、史学家写的，实

际上更是共同走过的每一个中国人书写的。2020年

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每个人都了不

起。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把一个大疫之

年、抗疫之年，生生地铸就成了一部史诗！

□ 丁万英

（上接 1版三条） 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

概括地说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具体地

说就是党章所规定的领导干部六个方面基本

条件，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

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和“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等重要要

求。坚持好、落实好这些标准，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聚焦“干事”二字，把标准落细

落小，落到操作层面，落到具体人具体事

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敢不

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

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

“敢不敢扛事”检验担当，“愿不愿做事”检

验态度，“能不能干事”检验才干。这三

点，是知人识人的重要观测点，也是选人用

人的重要考察点。把这几个点考准考实了，

才能避免用人失察、用人失误，才能做到用

当其时、用其所长。

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关

键在于察实情，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

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

部的根本依据。人事人事，人与事密不可

分，用人为了干事，知事方能识人。要弄清

楚、搞准确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

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就要把研究人和研究

事结合起来，既要近距离接触干部，又要多

角度考察干部；既要带上“望远镜”，又要

用好“显微镜”；既要在小事上察德辨才，

更要在大事上看德识才。要借助具体的事了

解干部，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

碑中了解干部，透过事情的大小、繁简、难

易，承担的任务多少、轻重、缓急，以及推

进的速度快慢、完成的质量高低、群众的认

可程度等，看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

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方

式、处理复杂问题能力，把知事识人的工作

做扎实、做到位，为选人用人提供准确、客

观、详实的依据。

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关

键在于立公道，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

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做好干部工

作，选好人用准人，固然在宏观环境和微观

操作上需要许多条件，但最核心的是公道正

派。用人真正做到了公道正派，其他的都变

得简单了；如果公道正派上出了问题，再好

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再好的干部也可能选不

出来。在选人用人上做到公道正派，就要坚

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的用人标准，不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

好恶来取舍，也不简单地搞平衡照顾、论资

排辈，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

源，始终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公

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

部；就要坚持严格按制度按规矩行事，自觉

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

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自觉维护

政策制度的严肃性；就要建立健全干部担当

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切实为勇于负责的

干部负责、为勇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抓

敢管的干部撑腰。特别是对那些坚持原则、

敢抓敢管、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的干部，

那些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

门子的干部，那些因风气不正长期受冷落却

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的干

部，在其招致非议、受到委屈时，要敢于为

他们说公道话；在重要时刻、使用关头，要

敢于大胆推荐使用。只有这样，才能让好干

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才能

有力有效激励广大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


